
第 ４１ 卷第 １ 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１，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６７１１０５， ４１８７１０９０， ４１５７１０８９， ４１９７１１４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１４；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１８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ｗｅｉ＠ ｉｇａ．ａｃ．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９１１１４２４２１

刘超，王宪伟，宋艳宇，马秀艳，宋长春，董星丰，赵光影．增温对冻土区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甲烷关联微生物和溶解性有机碳的影响．生态学报，
２０２１，４１（１）：１８４⁃１９３．
Ｌｉｕ Ｃ， Ｗａｎｇ Ｘ Ｗ， Ｓｏｎｇ Ｙ Ｙ， Ｍａ Ｘ Ｙ， Ｓｏｎｇ Ｃ Ｃ， Ｄｏｎｇ Ｘ Ｆ， Ｚｈａｏ Ｇ Ｙ．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ｏｎ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ｐｅａｔ ｓｗａｍｐ ｉｎ Ｄａｘｉｎｇ′ａｎｌｉｎｇ．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１，４１（１）：１８４⁃１９３．

增温对冻土区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甲烷关联微生物和
溶解性有机碳的影响

刘　 超１，２，王宪伟２，∗，宋艳宇２，马秀艳２，宋长春２，董星丰１，赵光影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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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年冻土区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甲烷关联微生物及底物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气候变化背景下寒区湿地生态系统甲烷

循环过程。 选取大兴安岭连续多年冻土区柴桦⁃泥炭藓和狭叶杜香⁃泥炭藓两种典型植被群落泥炭沼泽，设置开顶箱（Ｏｐｅｎ Ｔｏｐ
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ＴＣ）增温实验。 于生长季（６ 月、７ 月、８ 月和 ９ 月）采集土壤孔隙水样品，对比分析 ＯＴＣ 内外土壤孔隙水中产甲烷菌

数量、甲烷氧化菌数量及溶解性有机碳（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ＤＯＣ）浓度的动态变化特征，并探究土壤孔隙水甲烷关联微生

物与 ＤＯＣ 浓度的关系。 结果表明：增温提高了生长季大兴安岭多年冻土区土壤孔隙水中产甲烷菌数量和 ＤＯＣ 浓度，而对甲烷

氧化菌数量的影响因月份而异。 生长季柴桦⁃泥炭藓和狭叶杜香⁃泥炭藓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中产甲烷菌数量的平均增加幅度

分别为 ５４．５２％和 ４４．９７％，ＤＯＣ 浓度的平均增加幅度分别为 ３４．１６％和 ２８．３３％。 增温使得生长季柴桦⁃泥炭藓和狭叶杜香⁃泥炭

藓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中甲烷氧化菌平均数量分别降低了 ４６．２０％和 ３１．４２％。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土壤孔隙水中

ＤＯＣ 浓度可分别解释柴桦⁃泥炭藓和狭叶杜香⁃泥炭藓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中产甲烷菌数量变化的 ２９．００％和 ２４．１０％（Ｐ＜
０．０１），而对两种植被群落下土壤孔隙水中甲烷氧化菌数量的影响并不显著（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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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位于欧亚多年冻土带的南缘，连续大片多年冻土分布面积约 ６．１６×１０４ ｋｍ２。 冻土作为岩石圈和

大气圈之间能量交换的产物，长期冷湿的环境为其赋存了大量的有机质，气候变暖正在导致冻土退化，主要表

现为活动层厚度逐年增加，分布连续性发生改变，冻土面积减少［１⁃２］。 在此过程中，因长期冷湿环境而赋存于

深层土壤中的大量有机质必将暴露于土壤微生物的分解，且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很可能使得储存的古碳以二氧

化碳、甲烷的形式释放出来，并进一步加速气候变暖，这势必会对该区土壤碳循环产生重大影响［３⁃４］。 泥炭地

多与冻土相伴而生，其面积仅覆盖全球陆地总面积的 ３％，但碳储量却为全球土壤碳库的 １５％—３０％［５］。 随

着全球温度的升高，我国北方大兴安岭地区泥炭沼泽碳动态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因此，多年冻土区泥炭

地碳库动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甲烷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气体，其在大气中的浓度极低，但在百年尺度上的增温潜势为二氧化碳的 ２８ 倍，

约占整个温室气体贡献量的 １５％［６］。 甲烷是由产甲烷菌在厌氧条件下生成的，但在其输出到大气之前，约
８０％—９０％会被甲烷氧化菌氧化［７⁃８］。 除排放到大气中和在根系周围被氧化的甲烷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甲烷

存在于土壤孔隙水中［９］。 三江平原沼泽湿地 ６—１０ 月 ０—３５ ｃｍ 土壤孔隙水甲烷浓度为 ２４０．００—５２３．１０
μｍｏｌ ／ Ｌ［１０］，闽江河口湿地 １、３、７、１０ 月 ０—２５ ｃｍ 土壤孔隙水甲烷浓度为 ２．００—４５７．００ μｍｏｌ ／ Ｌ［１１］。 这一部分

甲烷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但若受到人为或气候的干扰，可能极易释放出来，从而对湿地甲烷排放通量产生潜

在影响［１２］。 Ｗａｎｇ 等［１３］对闽江河口湿地进行研究发现，３０ ｃｍ 土壤孔隙水甲烷浓度与甲烷产生速率及氧化速

率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三江平原毛苔草沼泽湿地 ５—２０ ｃｍ 土壤孔隙水甲烷浓度与甲烷通量呈显著线性关

系，且 ５ ｃｍ 土壤孔隙水甲烷浓度能够解释甲烷排放通量的 ９１％［１４⁃１５］。 近年来，已有关于湿地土壤孔隙水甲烷

及影响因子的研究发现土壤孔隙水甲烷的产生主要受温度及底物供应的影响，Ｋｅｌｌｅｙ 等［１６］对美国 Ｗｈｉｔｅ Ｏａｋ
河口潮汐河岸湿地研究发现夏季土壤孔隙水甲烷浓度相对较高。 Ｙａｎｇ 等［１１］ 在闽江河口区的研究发现湿地

孔隙水甲烷浓度与土壤温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土壤孔隙水中高浓度的溶解性有机碳（ＤＯＣ）能够提高沼泽

湿地产甲烷速率和数量［１７⁃１８］。 杨文燕等［１０］在季节性冻土区三江平原的研究发现湿地土壤孔隙水甲烷浓度与

土壤 ＤＯＣ 浓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因此，甲烷的产生是温度和底物共同作用的结果，即温度对产甲烷的影

响取决于底物的可利用性。
甲烷的产生是微生物作用的过程，因此微生物行为也是影响甲烷排放的重要因素［１９］。 尽管多年冻土区

土壤环境极端冷湿，但仍然存在大量的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２０⁃２１］，目前冻土退化背景下泥炭沼泽土壤孔隙

水中甲烷关联微生物及溶解性有机碳作何反应尚不清楚，其对温度升高的响应仍需进一步探索。 因此，本研

究选取大兴安岭柴桦⁃泥炭藓（ＯＨ）和狭叶杜香⁃泥炭藓（ＯＬ）两种典型植被群落泥炭沼泽，设置 ＯＴＣ 增温及对

照实验，分析土壤孔隙水中产甲烷菌功能基因（ｍｃｒＡ）、甲烷氧化菌功能基因（ｐｍｏＡ）数量变化，并结合溶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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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碳阐释其可能的机理，以期为深入揭示未来气候暖化对冻土区泥炭沼泽甲烷释放的影响及其机制提供重

要的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黑龙江省漠河县图强林业局奋斗林场（５２°５６′Ｎ，１２２°４７′Ｅ），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４．３℃，年平均降水量为 ４５２ ｍｍ，降雨主要集中在 ７—９ 月。 最低温为－５２．３℃，最高温为 ３７℃。 该区属于连

续多年冻土区，活动层深度约为 ５０—７０ ｃｍ。 植被种类主要包括柴桦 （Ｂｅｔｕｌ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和笃斯越橘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ｕｌｉｇｉｎｏｓｕｍ）相对较高的落叶灌木，狭叶杜香（Ｌｅｄｕｍ ｐａｌｕｓｔｒｅ）相对较矮的常绿灌木，白毛羊胡子草（Ｅｒｉｏｐｈｏｒｕｍ
ｖａｇｉｎａｔｕｍ），地表有泥炭藓 （Ｓｐｈａｇｎｕｍ ｓｐｐ．）覆盖。
１．２　 样品采集与测定

本实验选取柴桦⁃泥炭藓和狭叶杜香⁃泥炭藓两种典型植被群落泥炭沼泽，分别布置开顶增温箱（Ｏｐｅｎ
Ｔｏｐ 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ＴＣ）。 ＯＴＣ 下部直径、高度和开口直径分别为 ２．６、２．３、１．３ ｍ，详见文献［２２］。 在 ＯＴＣ 内和对照

样地分别设置孔隙水采样装置，设置 ３ 个重复。 孔隙水采集装置使用内部装有不锈钢管作为取水口，下端有

集水孔且用纱布包裹，底端为密封的 ＰＶＣ 管。 不锈钢管顶端连有软胶皮管，胶皮管另一端与三通阀相连以便

采集水样。 每次采样前，先用注射器将管内孔隙水取出。 采样时将 ＰＶＣ 管放入相应深度土壤中，静置 １ ｈ，每
次取样 ３０ ｍＬ。 采样装置示意图及具体采样方法详见文献［１５］。 于 ２０１７ 年生长季（６、７、８、９ 月）分上、中、下三

层采集柴桦⁃泥炭藓泥炭沼泽增温（ＯＨ⁃Ｔ）及对照（ＯＨ⁃ＣＫ），狭叶杜香⁃泥炭藓泥炭沼泽增温（ＯＬ⁃Ｔ）和对照

（ＯＬ⁃ＣＫ）土壤孔隙水样品。 生长季随着温度的升高和融深的增加，采集的深度也随季节加深，６ 月土壤孔隙

水采集深度为 ５、１０、１５ ｃｍ，７ 月为 １０、２０、３０ ｃｍ，８ 月为 １０、２０、３０ ｃｍ，９ 月为 ２０、３０、４０ ｃｍ。 孔隙水带回实验

室后过 ０．２２ μｍ 滤膜。 提取滤膜上固体样品 ＤＮＡ，并应用荧光定量 ＰＣＲ 仪测定 ｍｃｒＡ 和 ｐｍｏＡ 丰度。 滤液中

的 ＤＯＣ 浓度使用 Ｍｕｌｔｉ Ｎ ／ Ｃ ２１００ ＴＯＣ 仪（德国耶拿）进行测定。 土壤融深使用带有刻度的钢钎进行测量，３
次重复。 使用数字温度计分别测量 ＯＴＣ 内外 ０、５、１０、１５ ｃｍ 土壤温度。 剖面上，地温随深度增加而降低。
ＯＴＣ 增温处理后，６—９ 月 ０、５、１０ 及 １５ ｃｍ 柴桦⁃泥炭藓泥炭沼泽土壤温度分别增加（０．９２±０．２３）℃、（１．９３±０．
２９）℃、（１．８１±０．２８）℃、（１．７２±０．３１）℃，狭叶杜香⁃泥炭藓泥炭沼泽土壤温度分别增加（１．０６±０．２４）℃、（２．２１±
０．２５）℃、（２．００±０．３２）℃、（１．７２±０．２２）℃。
１．３　 数据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进行三因素（增温、取样深度和采样时间）方差分析、样本 ｔ 检验及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图形处理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８ 制图软件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土壤融深变化特征

不同植被群落类型下大兴安岭泥炭沼泽土壤融深不尽相同。 其中，８ 月 ＯＨ 与 ＯＬ 间土壤融深存在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 ＯＴＣ 增温后，土壤融深在两种植被群落间的差异与对照处理一致。 增温增加了生长季 ＯＨ
及 ＯＬ 土壤融深（图 １）。 具体表现为增温后 ＯＨ 生长季平均融深为 ４７．３ ｃｍ，高于增温前的平均融深 ４０．４ ｃｍ；
增温后 ＯＬ 生长季平均融深为 ４８．９ ｃｍ，高于增温前的平均融深 ４１．８ ｃｍ。 ６ 月土壤融深的增幅最大，７ 月 ＯＬ
及 ８ 月 ＯＨ 和 ＯＬ 土壤融深在增温与对照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 总体来看，ＯＴＣ 对生长季大兴安

岭 ＯＬ 土壤融深的增加幅度要高于 ＯＨ。 可见，本研究的 ＯＴＣ 模拟增温效果比较理想。
２．２　 土壤孔隙水中产甲烷菌数量变化特征

分别分析两种植被群落类型 ＯＴＣ 内、外土壤孔隙水的 ｍｃｒＡ 数量，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ＯＴＣ 内 ＯＨ 及

ＯＬ 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均有所增加（图 ２）。 ＯＨ 生长季平均增幅为 ５４．５２％，ＯＬ 生长季平均增幅为４４．９７％。

６８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１　 生长季 ＯＴＣ 内外土壤融深变化特征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ｔｈａｗ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ＴＣ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６ 月 ＯＨ⁃ＣＫ 及 ＯＬ⁃ＣＫ 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分别为 ６．２８×１０９—８．８０×１０９拷贝 ／ ｍｇ ＤＮＡ 和 ４．８１×１０９—５．００×
１０１０拷贝 ／ ｍｇ ＤＮＡ，增温显著提高了 ＯＨ 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Ｐ＜０．０５），ＯＴＣ 对 ＯＨ 及 ＯＬ 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增幅分别为 ９０．８４％和 ５５．３８％。 ７ 月 ＯＨ⁃ＣＫ 及 ＯＬ⁃ＣＫ 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分别为 １．８０×１０１１—５．９１×
１０１１拷贝 ／ ｍｇ ＤＮＡ 和 ２．５２×１０１１—７．５９×１０１１拷贝 ／ ｍｇ ＤＮＡ，但 ＯＴＣ 对两种植被群落类型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

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８ 月 ＯＨ⁃ＣＫ 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均值（９．９０×１０１０拷贝 ／ ｍｇ ＤＮＡ）显著低于 ＯＬ⁃ＣＫ
（３．６７×１０１１拷贝 ／ ｍｇ ＤＮＡ）（Ｐ＜０．０５），增温显著提高了 ＯＨ 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Ｐ＜０．０５），ＯＴＣ 对 ＯＨ 及 ＯＬ
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增幅分别为 ６３．３％和 ４８．３１％。 ９ 月 ＯＨ⁃ＣＫ 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均值（７．７１×１０１０拷

贝 ／ ｍｇ ＤＮＡ）显著高于 ＯＬ⁃ＣＫ（１．０９×１０１０拷贝 ／ ｍｇ ＤＮＡ）（Ｐ＜０．０５），增温显著提高了 ＯＨ 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

量（Ｐ＜０．０５），ＯＴＣ 使得 ＯＨ 及 ＯＬ 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分别增加了 ８５．４０％和 ６０．６５％。 ＯＴＣ 增温后，两种植

被间 ｍｃｒＡ 数量仍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６、９ 月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为 ＯＨ⁃Ｔ 显著高于 ＯＬ⁃Ｔ，而 ８ 月

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则为 ＯＬ⁃Ｔ 显著高于 ＯＨ⁃Ｔ（Ｐ＜０．０５）。
剖面上，ＯＨ⁃ＣＫ 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在 ６ 月和 ７ 月表现为由表层至深层逐渐增加，８ 月和 ９ 月表层土壤

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反而高于深层，而 ＯＬ⁃ＣＫ 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在剖面上的变化特征各月份间比较一致，均
表现为随深度增加而增加。 ＯＴＣ 增温后，剖面上两种植被群落类型各月份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均表现为深

层高于表层。 如表 １ 所示，采样时间、增温、取样深度、增温与采样时间的交互作用及采样时间与取样深度的

交互作用对两种植被群落类型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影响显著（Ｐ＜０．０５）。 各因素对 ＯＨ 土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

量的影响强度表现为 Ｆ 增温＞Ｆ 采样时间＞Ｆ 取样深度，在 ＯＬ 中表现为 Ｆ 采样时间＞Ｆ 增温＞Ｆ 取样深度。

表 １　 生长季土壤孔隙水产甲烷菌影响因素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ｃｒＡ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影响因素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产甲烷菌⁃柴桦⁃泥炭藓泥炭沼泽
ｍｃｒＡ⁃ＯＨ

产甲烷菌⁃狭叶杜香⁃泥炭藓泥炭沼泽
ｍｃｒＡ⁃ＯＬ

Ｆ Ｐ Ｆ Ｐ

增温 Ｗａｒｍｉｎｇ ２６．５６３ ＜０．００１ １５．５８１ ＜０．００１

采样时间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ｉｍｅ ９．５４４ ＜０．００１ ４６．３０６ ＜０．００１

取样深度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ｐｔｈ ６．４５３ ＜０．００１ ４．５１０ ０．００２

增温×采样时间 Ｗａｒｍ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 ｔｉｍｅ ３．４０５ ０．０２６ ３．５８６ ０．０２１

采样时间×取样深度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ｉｍｅ×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ｐｔｈ ８．１５１ ＜０．００１ ５．６２９ ０．００２

增温×取样深度 Ｗａｒｍ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ｐｔｈ １．４５３ ０．２２６ ５．５５４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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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生长季 ＯＴＣ 内外不同深度土壤孔隙水产甲烷菌变化特征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ｃｒＡ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ＴＣ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６ 月上层为 ５ ｃｍ、中层为 １０ ｃｍ、下层为 １５ ｃｍ，７、８ 月上层为 １０ ｃｍ、中层为 ２０ ｃｍ、下层为 ３０ ｃｍ，９ 月上层为 ２０ ｃｍ、中层为 ３０ ｃｍ、下层为

４０ ｃｍ

图 ３　 生长季 ＯＴＣ 内外不同深度土壤孔隙水甲烷氧化菌变化特征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ｍｏＡ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ＴＣ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６ 月上层为 ５ ｃｍ、中层为 １０ ｃｍ、下层为 １５ ｃｍ，７、８ 月上层为 １０ ｃｍ、中层为 ２０ ｃｍ、下层为 ３０ ｃｍ，９ 月上层为 ２０ ｃｍ、中层为 ３０ ｃｍ、下层为 ４０

ｃｍ

２．３　 土壤孔隙水中甲烷氧化菌数量变化特征

对比 ＯＴＣ 内外两种植被群落类型，增温处理使得 ６ 月和 ９ 月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大于对照处理，而 ７
月和 ８ 月随温度升高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反而降低（图 ３）。 总体来看，增温使得 ＯＨ 生长季土壤孔隙水平

均 ｐｍｏＡ 数量降低了 ４６．２％，使得 ＯＬ 生长季土壤孔隙水平均 ｐｍｏＡ 数量降低了 ３１．４２％。 ６ 月 ＯＨ⁃ＣＫ 及 ＯＬ⁃
ＣＫ 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分别为 ７．５６×１０９—１．２３×１０１０拷贝 ／ ｍｇ ＤＮＡ 和 ２．７４×１０９—１．４２×１０１０拷贝 ／ ｍｇ ＤＮＡ，
增温处理对两种植被群落类型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影响并不显著（Ｐ＞０．０５）。 ７ 月 ＯＨ⁃ＣＫ 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均值（４．７９×１０１１拷贝 ／ ｍｇ ＤＮＡ）显著高于 ＯＬ⁃ＣＫ （７．７７×１０１０拷贝 ／ ｍｇ ＤＮＡ）（Ｐ＜０．０５），增温处理对

两种植被群落类型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影响并不显著（Ｐ＞０．０５）。 ８ 月 ＯＨ⁃ＣＫ 及 ＯＬ⁃ＣＫ 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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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分别为 ８．４５×１０１０—５．８７×１０１１拷贝 ／ ｍｇ ＤＮＡ 和 １．９９×１０１１—３．８０×１０１１拷贝 ／ ｍｇ ＤＮＡ，增温显著降低了 ＯＨ
及 ＯＬ 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Ｐ＜０．０５），增温使得 ＯＨ 和 ＯＬ 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分别减少了 ５６．１０％ 和

５６．０６％。 ９ 月 ＯＨ⁃ＣＫ 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均值（２．１７×１０９拷贝 ／ ｍｇ ＤＮＡ）显著低于 ＯＬ⁃ＣＫ （１．２０×１０１０拷贝 ／
ｍｇ ＤＮＡ）（Ｐ＜０．０５），增温显著提高了 ＯＨ 及 ＯＬ 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Ｐ＜０．０５），ＯＴＣ 处理下 ＯＨ 和 ＯＬ 土壤

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增幅分别为 ４６．０２％ 和 ８１．１６％。 ＯＴＣ 增温后，两种植被群落间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仍存

在显著性差异，７ 月和 ８ 月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均表现为 ＯＨ⁃Ｔ 显著高于 ＯＬ⁃Ｔ，而 ９ 月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

量表现为 ＯＬ⁃Ｔ 显著高于 ＯＨ⁃Ｔ（Ｐ＜０．０５）。
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在剖面上的分布特征与 ｍｃｒＡ 存在很大差异，ＯＨ⁃ＣＫ 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于 ６、

７、８ 月均表现为表层最高，而 ９ 月则为中层最高。 ＯＬ⁃ＣＫ 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于 ６、７、９ 月均表现为由表层

至深层逐渐降低，而在 ８ 月时其深层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反而增大。 增温后，两种植被群落类型土壤孔隙

水 ｐｍｏＡ 数量在剖面上于 ６、７、９ 月随深度增加而降低，而 ８ 月深层 ｐｍｏＡ 数量反而高于表层，且 ８ 月的 ＯＬ⁃Ｔ
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表现为中层显著高于表层和深层（Ｐ＜０．０５）。 如表 ２ 所示，增温、采样时间、取样深度、
增温与采样时间的交互作用、采样时间与取样深度的交互作用对两种植被群落类型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影

响显著（Ｐ＜０．０５）。 其中，采样时间对两种植被群落类型下土壤孔隙水 ｐｍｏＡ 数量影响最大。

表 ２　 生长季土壤孔隙水甲烷氧化菌影响因素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ｍｏＡ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影响因素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甲烷氧化菌⁃柴桦⁃泥炭藓泥炭沼泽
ｐｍｏＡ⁃ＯＨ

甲烷氧化菌⁃狭叶杜香⁃泥炭藓泥炭沼泽
ｐｍｏＡ⁃ＯＬ

Ｆ Ｐ Ｆ Ｐ

增温 Ｗａｒｍｉｎｇ １７．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２３．１２５ ＜０．００１

采样时间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ｉｍｅ ６０．２１４ ＜０．００１ ９３．０２７ ＜０．００１

取样深度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ｐｔｈ ２０．１８８ ＜０．００１ ２．６２１ ０．０３８

增温×采样时间 Ｗａｒｍ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 ｔｉｍｅ ９．５７６ ＜０．００１ ３３．９７２ ＜０．００１

采样时间×取样深度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ｉｍｅ×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ｐｔｈ １４．０８２ ＜０．００１ ２５．６０８ ＜０．００１

增温×取样深度 Ｗａｒｍ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ｐｔｈ ７．７０８ ＜０．００１ １．５２０ ０．２０４

２．４　 土壤孔隙水中 ＤＯＣ 浓度变化特征

ＯＴＣ 增温处理下两种灌丛⁃泥炭藓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 ＤＯＣ 浓度均有所增加（图 ４）。 ＯＨ 生长季平均增

幅为 ３４．１６％，ＯＬ 生长季平均增幅为 ２８．３３％。 ６ 月 ＯＨ⁃ＣＫ 土壤孔隙水 ＤＯＣ 浓度均值（２１．２７ ｍｇ ／ Ｌ）显著低于

ＯＬ⁃ＣＫ（２９．３５ ｍｇ ／ Ｌ）（Ｐ＜０．０５），增温显著提高了 ＯＨ 土壤孔隙水 ＤＯＣ 浓度（Ｐ＜０．０５），ＯＴＣ 对 ＯＨ 和 ＯＬ 的

ＤＯＣ 浓度的增幅分别为 １９．５２％ 和 １９．３６％。 ７ 月 ＯＨ⁃ＣＫ 土壤孔隙水 ＤＯＣ 浓度均值（１７．１１ ｍｇ ／ Ｌ）显著高于

ＯＬ⁃ＣＫ（５．５５ ｍｇ ／ Ｌ）（Ｐ＜０．０５），增温显著提高了 ＯＨ 及 ＯＬ 的 ＤＯＣ 浓度（Ｐ＜０．０５），增温导致 ＯＨ 和 ＯＬ 的 ＤＯＣ
浓度增幅分别为 ５８． ４３％ 和 ５３． ９０％。 ８ 月 ＯＨ⁃ＣＫ 及 ＯＬ⁃ＣＫ 的 ＤＯＣ 浓度分别为 ２１． ５３—２８． ４７ ｍｇ ／ Ｌ 和

１８．１６—２４．６３ ｍｇ ／ Ｌ，增温处理对两种植被群落类型土壤孔隙水 ＤＯＣ 浓度的影响并不显著（Ｐ＞０．０５）。 ９ 月

ＯＨ⁃ＣＫ 及 ＯＬ⁃ＣＫ 的土壤孔隙水 ＤＯＣ 浓度分别为 ２８．０８．６９—４１．２１ ｍｇ ／ Ｌ 和 ３３．６９—４３．００ ｍｇ ／ Ｌ，增温显著提高

了 ＯＨ 及 ＯＬ 的 ＤＯＣ 浓度（Ｐ＜０．０５），增温导致 ＯＨ 和 ＯＬ 的 ＤＯＣ 浓度分别增加了 ３５．５１％ 和 ３４．９３％。 ＯＴＣ 增

温处理下的 ６、７、９ 月不同植被类型间土壤孔隙水中 ＤＯＣ 浓度与对照处理表现一致，而 ８ 月的 ＯＨ⁃Ｔ 的 ＤＯＣ
浓度显著高于 ＯＬ⁃Ｔ（Ｐ＜０．０５）。

垂直剖面上，ＯＨ⁃ＣＫ 土壤孔隙水 ＤＯＣ 浓度在 ６、７、８、９ 月较为一致，均为深层高于表层；而 ＯＬ⁃ＣＫ 的土壤

孔隙水中 ＤＯＣ 浓度剖面分布特征在各月份间差异较大，其中 ６、８、９ 月分布特征与 ＯＨ⁃ＣＫ 一致，而 ７ 月时表

现为随深度逐渐降低的趋势。 增温处理后两种植被群落类型下 ＤＯＣ 浓度剖面变化规律一致，均表现为深层

高于表层。 如表 ３ 所示，增温和采样时间对两种植被群落类型土壤孔隙水 ＤＯＣ 浓度影响显著（Ｐ＜０．０５），且
增温与采样时间的交互作用对 ＯＨ 的 ＤＯＣ 浓度影响显著（Ｐ＜０．０５）。

９８１　 １ 期 　 　 　 刘超　 等：增温对冻土区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甲烷关联微生物和溶解性有机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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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ＯＨ 土壤孔隙水中 ＤＯＣ 浓度可解释土壤孔隙水中 ｍｃｒＡ 数量变化的

２９．００％，回归方程为 ｙ＝ ８．８４×１０９Ｘ（Ｐ＜０．０１）。 ＯＬ 土壤孔隙水中 ＤＯＣ 浓度可解释土壤孔隙水中 ｍｃｒＡ 数量变

化的 ２４．１０％，回归方程为 ｙ＝ －１．０５×１０１０Ｘ＋５．７６×１０１１（Ｐ＜０．０１）。 而土壤孔隙水中 ＤＯＣ 浓度对两种植被群落

下土壤孔隙水中 ｐｍｏＡ 数量影响并不显著（Ｐ＞０．０５）。

图 ４　 生长季 ＯＴＣ 内外不同深度土壤孔隙水溶解有机碳含量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ＴＣ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６ 月上层为 ５ ｃｍ、中层为 １０ ｃｍ、下层为 １５ ｃｍ，７、８ 月上层为 １０ ｃｍ、中层为 ２０ ｃｍ、下层为 ３０ ｃｍ，９ 月上层为 ２０ ｃｍ、中层为 ３０ ｃｍ、下层为

４０ ｃｍ

表 ３　 生长季土壤孔隙水溶解性有机碳影响因素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影响因素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溶解性有机碳⁃柴桦⁃泥炭藓泥炭沼泽
ＤＯＣ⁃ＯＨ

溶解性有机碳⁃狭叶杜香⁃泥炭藓泥炭沼泽
ＤＯＣ⁃ＯＬ

Ｆ Ｐ Ｆ Ｐ

增温 Ｗａｒｍｉｎｇ ３３．９１７ ＜０．００１ １３．９５８ ＜０．００１

采样时间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ｉｍｅ ５．７９８ ０．００２ ３７．９４５ ＜０．００１

取样深度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ｐｔｈ １１．６７８ ＜０．００１ １．０１４ ０．４２２

增温×采样时间 Ｗａｒｍ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 ｔｉｍｅ ５．７３５ ０．００２ ２．０７３ ０．１１８

采样时间×取样深度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ｉｍｅ×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ｐｔｈ ２．２３９ ０．０９８ ０．３２１ ０．８１０

增温×取样深度 Ｗａｒｍ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 ｄｅｐｔｈ ０．９２３ ０．４７５ ０．１３２ ０．９８４

３　 讨论

３．１　 增温对土壤孔隙水中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数量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及其导致的多年冻土退化已经使得大兴安岭多年冻土区环境发生显著变化，而参与土壤孔

隙水甲烷排放过程的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的组成及活性极易受到土壤温度以及土壤养分有效性等的影

响［２１］。 因此，土壤孔隙水中的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对多年冻土退化的响应将可能决定多年冻土退化后湿

地甲烷通量变化。 本研究表明增温处理提高了大兴安岭两种典型植被群落类型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中产甲

烷菌数量，这与位于西伯利亚北部［２１］、北极［２３］以及阿拉斯加［２４］泥炭地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其原因为寒区

微生物的生长最适温度可能远高于原位温度［２５］。 同时，温度的变化将导致一系列级联反应发生，Ｓａａｒｎｉｏ
等［２６］ 认为低温限制了根系分泌物的分解，从而减少了产甲烷底物的供应，抑制了甲烷的产生和排放。
Ｄｏｒｒｅｐａａｌ 等［２７］研究发现增温能促进 ＣＯ２ 的排放，而 ＣＯ２ 的浓度的增加可为氢型产甲烷菌提供更多底物。

Ａｌｌａｎ 等［２８］研究表明，温度变化会改变湿地生态系统产甲烷菌群落结构和多样性，使得产甲烷优势菌群发生

演替。 丁维新等［２９］则认为，不同气候带不同类型湿地土壤最佳产甲烷温度存在差异，这与产甲烷菌的类型及

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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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氧化菌对增温的响应在本研究中较为复杂，其变化因月份而异。 蔡传辉［３０］ 指出 １５—３５℃是甲烷氧

化菌适应性强的温度范围，且其丰度随温度升高而升高，但也有研究表明甲烷氧化菌对温度的敏感性较产甲

烷菌低［３１］。 我们的研究发现增温显著降低了 ８ 月柴桦⁃泥炭藓泥炭沼泽和狭叶杜香⁃泥炭藓泥炭沼泽的 ｐｍｏＡ
数量，其原因可能与菌群结构的变化有关。 Ｋｎｏｂｌａｕｃｈ 等［３２］ 研究发现，增温使得冻土中Ⅰ型甲烷氧化菌的重

要性下降，而Ⅱ型甲烷氧化菌的重要性增加。 在冻土环境中，Ⅰ型甲烷氧化菌占有绝对优势［３３］。 在全球气温

不断上升背景下，大兴安岭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微生物群落组成、多样性和活性将作出怎样的响应需要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
本研究中，产甲烷菌的数量在柴桦⁃泥炭藓泥炭沼泽和狭叶杜香⁃泥炭藓泥炭沼泽中有所差异，且柴桦⁃泥

炭藓泥炭沼泽的产甲烷菌对增温响应更加敏感。 王洁等人［３４］研究同样发现不同植被类型湿地产甲烷菌群落

具有差异。 其原因可能为，产甲烷菌是一类能够将无机或有机化合物厌氧硝化转化成甲烷和二氧化碳的古细

菌，而植物通过根系分泌物（如有机酸、糖类、氨基酸等）和脱落物尤其是残留物为产甲烷菌提供底物［３５］。 不

同植被群落类型，其根系分泌物不同，进而导致产甲烷菌数量不同。 研究同样发现不同植被下土壤孔隙水中

甲烷氧化菌数量存在差异。 这可能是因为植被根系周围的根际土壤常处于好氧状态，为甲烷氧化菌创造了极

佳的微环境［３６］，同时植物根系释放的氧气会在根际形成高氧化还原电位的氧化区，为甲烷氧化菌提供有利条

件，增加了甲烷的消耗，而不同植物根系分泌氧气能力的差异可能导致了甲烷氧化菌丰度的差异［３１］。
３．２　 增温对土壤孔隙水中 ＤＯＣ 浓度的影响

土壤孔隙水的 ＤＯＣ 主要来源于植物凋落物、根系及其分泌物、微生物代谢物［３７］。 本研究中 ＯＴＣ 处理增

加了两种植被群落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 ＤＯＣ 浓度，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似，Ｋａｎｅ 等［３８］ 研究表明增温处理

导致生长季土壤孔隙水 ＤＯＣ 浓度增加 １５％。 Ｃｈｒｉｓｔ 等［３９］ 研究表明，随着温度升高，ＤＯＣ 的产生量随温度增

加呈指数函数增加。 这可能是由于增温能够促进植物生长发育进而增加根系分泌物，同时增温使得降解土壤

基质的微生物活性升高［４０］。 温度的升高能够加速土壤微生物的周转代谢，导致土壤有机碳的矿化和转化速

率升高，从而对 ＤＯＣ 的动态变化产生影响［３９，４１］。 此外，本研究中两种植被群落土壤孔隙水中 ＤＯＣ 含量存在

差异的原因可能为，植被类型不同导致凋落物的数量和质量、微生物群落的结构和活性、微生物残体和代谢产

物以及根系分泌物和根系周转等存在差异，进而影响 ＤＯＣ 的含量和空间分布［４２］。
植物通过根系分泌物和脱落物为产甲烷菌提供底物，而底物丰富度直接决定了产甲烷菌功能的发挥［４３］。

ＤＯＣ 作为土壤微生物的可利用性底物，为产甲烷菌提供基质，从而增加甲烷排放［４４］。 已有研究发现，与冻土

的原位地表温度相比，ＤＯＣ 组成结构及含量对产甲烷作用的影响更显著［３３，４５］。 同样，本研究中 ＯＨ 土壤孔隙

水中 ｍｃｒＡ 数量随 ＤＯＣ 含量增加而增加，且 ＤＯＣ 含量可解释产甲烷菌变化的 ２９％。 而 ＯＬ 土壤孔隙水中

ｍｃｒＡ 数量随 ＤＯＣ 含量增加反而降低。 这是由于两种植被群落的有机质组成存在差异。 后者的有机酸具有

较强的抗分解能力，无法进一步转化为可供产甲烷菌直接利用的的底物［４６］。

４　 结论

通过 ＯＴＣ 模拟增温实验观测到大兴安岭多年冻土区生长季柴桦⁃泥炭藓和狭叶杜香⁃泥炭藓泥炭沼泽土

壤孔隙水 ｍｃｒＡ 数量、ｐｍｏＡ 数量及 ＤＯＣ 浓度对增温响应存在差异。 增温提高了柴桦⁃泥炭藓和狭叶杜香⁃泥
炭藓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中产甲烷菌数量，且柴桦⁃泥炭藓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中产甲烷菌数量对增温更加

敏感。 增温对甲烷氧化菌数量的影响因月份而异，６ 月和 ９ 月增温提高了 ｐｍｏＡ 数量，而 ７ 月和 ８ 月 ｐｍｏＡ 数

量随温度升高反而降低，说明增温有利于土壤孔隙水甲烷的排放。 增温提高了大兴安岭多年冻土区柴桦⁃泥
炭藓和狭叶杜香⁃泥炭藓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中 ＤＯＣ 浓度。 此外，两种植被群落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中 ＤＯＣ
浓度可分别解释产甲烷菌变化的 ２９．００％和 ２４．１０％，说明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产甲烷过程受可利用碳基质的

影响。 因此，未来气候变暖可能会通过提高孔隙水产甲烷数量和溶解有机碳含量进而促进大兴安岭多年冻土

区泥炭沼泽甲烷排放。

１９１　 １ 期 　 　 　 刘超　 等：增温对冻土区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甲烷关联微生物和溶解性有机碳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Ｊｉｎ Ｈ Ｊ， Ｙｕ Ｑ Ｈ， Ｌü Ｌ Ｚ， Ｇｕｏ Ｄ Ｘ， Ｈｅ Ｒ Ｘ， Ｙｕ Ｓ Ｐ， Ｓｕｎ Ｇ Ｙ， Ｌｉ Ｙ Ｗ．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ｎｇ′ａｎ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ｇｌａｃ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２００７， １８（３）： ２４５⁃２５８．

［ ２ ］ 　 Ｊｉｎ Ｈ Ｊ， Ｊｉｎ Ｘ Ｙ， Ｈｅ Ｒ Ｘ， Ｌｕｏ Ｄ Ｌ， Ｃｈａｎｇ Ｘ Ｌ， Ｗａｎｇ Ｓ Ｌ， Ｍａｒｃｈｅｎｋｏ Ｓ Ｓ， Ｙａｎｇ Ｓ Ｚ， Ｙｉ Ｃ Ｌ， Ｌｉ Ｓ Ｊ， Ｈａｒｒｉｓ Ｓ Ａ．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２０ ｋ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９， ６２（８）： １２０７⁃１２２３．

［ ３ ］ 　 Ｓｃｈｕｕｒ Ｅ Ａ Ｇ， ＭｃＧｕｉｒｅ Ａ Ｄ， Ｓｃｈäｄｅｌ Ｃ， Ｇｒｏｓｓｅ Ｇ， Ｈａｒｄｅｎ Ｊ Ｗ， Ｈａｙｅｓ Ｄ Ｊ， Ｈｕｇｅｌｉｕｓ Ｇ， Ｋｏｖｅｎ Ｃ Ｄ， Ｋｕｈｒｙ Ｐ，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Ｄ Ｍ， Ｎａｔａｌｉ Ｓ Ｍ，

Ｏｌｅｆｅｌｄｔ Ｄ， Ｒｏｍａｎｏｖｓｋｙ Ｖ Ｅ，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 Ｋ， Ｔｕｒｅｔｓｋｙ Ｍ Ｒ， Ｔｒｅａｔ Ｃ Ｃ， Ｖｏｎｋ Ｊ 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５， ５２０（７５４６）： １７１⁃１７９．

［ ４ ］ 　 Ｂｒａｃｈｏ Ｒ， Ｎａｔａｌｉ Ｓ， Ｐｅｇｏｒａｒｏ Ｅ， Ｃｒｕｍｍｅｒ Ｋ Ｇ， Ｓｃｈａｄｅｌ Ｃ， Ｃｅｌｉｓ Ｇ， Ｈａｌｅ Ｌ， Ｗｕ Ｌ Ｙ， Ｙｉｎ Ｈ Ｑ， Ｔｉｅｄｊｅ Ｊ Ｍ， 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ｉｄｉｓ Ｋ Ｔ， Ｌｕｏ Ｙ Ｑ，

Ｚｈｏｕ Ｊ Ｚ， Ｓｃｈｕｕｒ Ｅ Ａ 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ｒｅｇｉｏｎ ｓｏｉｌ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６， ９７： １⁃１４．

［ ５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ｖ Ｇ Ａ， Ｂｒｏｖｋｉｎ Ｖ Ａ， Ｋｌｅｉｎｅｎ Ｔ， Ｙｕ Ｚ Ｃ．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ｅａｔ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２０，

１７（１）： ４７⁃５４．

［ ６ ］ 　 Ｓａｕｎｏｉｓ Ｍ，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Ｒ Ｂ， Ｂｏｕｓｑｕｅｔ Ｐ， Ｐｏｕｌｔｅｒ Ｂ， Ｃａｎａｄｅｌｌ Ｊ 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６， １１（１２）： １２０２０７．

［ ７ ］ 　 齐玉春， 董云社， 耿元波， 杨小红， 耿会立． 我国草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０３， ２２（４）： ３４２⁃３５２．

［ ８ ］ 　 冯虎元， 程国栋， 安黎哲． 微生物介导的土壤甲烷循环及全球变化研究． 冰川冻土， ２００４， ２６（４）： ４１１⁃４１９．

［ ９ ］ 　 Ｄｉｎｇ Ｗ Ｘ， Ｃａｉ Ｚ Ｃ， Ｔｓｕｒｕｔａ Ｈ．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ｍａｒｓｈｅ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 ３９（１８）：

３１９９⁃３２０７．

［１０］ 　 杨文燕， 宋长春， 张金波． 沼泽湿地孔隙水中溶解有机碳、氮浓度季节动态及与甲烷排放的关系． 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０６， ２６（ １０）：

１７４５⁃１７５０．

［１１］ 　 Ｙａｎｇ Ｐ， Ｗａｎｇ Ｍ Ｈ， Ｌａｉ Ｄ Ｙ Ｆ， Ｃｈｕｎ Ｋ Ｐ， Ｈｕａｎｇ Ｊ Ｆ， Ｗａｎ Ｓ Ａ， Ｂａｓｔｖｉｋｅｎ Ｄ， Ｔｏｎｇ Ｃ．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ａｎ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ｂｒａｃｋｉｓｈ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ｍａｌａｃｃｅｎｓｉｓ ｍａｒｓ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ｒｅ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ｎｅ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ｖｅｒ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Ｇｅｏｄｅｒｍａ， ２０１９， ３３７：

１３２⁃１４２．

［１２］ 　 Ｓｉｎｇｈ Ｊ Ｓ． Ｍｅｔｈａｎｏｔｒｏｐｈ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ｎｋ ｔ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ｌｏａ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 １００（１）： ２９⁃３０．

［１３］ 　 Ｗａｎｇ Ｗ， Ｚｅｎｇ Ｃ， Ｓａｒｄａｎｓ Ｊ， Ｗａｎｇ Ｃ， Ｔｏｎｇ Ｃ， Ｐｅñｕｅｌａｓ Ｊ． Ｓｏｉｌ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ａｎｄ ａｅｒｏｂｉｃ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ｒｅ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２０１８， ３８（３）： ６２７⁃６４０．

［１４］ 　 Ｄｉｎｇ Ｗ Ｘ， Ｃａｉ Ｚ Ｃ， Ｔｓｕｒｕｔａ Ｈ．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ａ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ｍａｒｓｈ ｖｅｇｅｔ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ｅｘ

ｌａｓｉｏｃａｒｐａ．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２００５， ４１（１）： １⁃８．

［１５］ 　 朱晓艳， 宋长春， 郭跃东， 石福习， 张加双， 乔田华． 三江平原泥炭沼泽孔隙水甲烷浓度变化动态及其影响因子． 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５（７）： ２２３３⁃２２３９．

［１６］ 　 Ｋｅｌｌｅｙ Ｃ Ａ， Ｍａｒｔｅｎｓ Ｃ Ｓ， Ｕｓｓｌｅｒ Ⅲ Ｗ．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ｔｉｄａｌｌｙ ｆｌｏｏｄｅｄ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ｍａｒｇｉｎ．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９９５， ４０（６）：

１１１２⁃１１２９．

［１７］ 　 Ｙａｖｉｔｔ Ｊ Ｂ， Ｌａｎｇ Ｇ 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ｉｔ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ｅａｔ ａｎｄ ｔｏ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ｅ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０， ８（１）： ２７⁃４６．

［１８］ 　 Ｎｉｌｓｓｏｎ Ｍ， Ｂｏｈｌｉｎ 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ｏｇｓ ａｎｄ ｆｅｎｓ⁃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３， ８１（４）： ６１５⁃６２５．

［１９］ 　 陈中云， 闵航， 陈美慈， 赵宇华． 不同水稻土甲烷氧化菌和产甲烷菌数量与甲烷排放量之间相关性的研究．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１， ２１（９）：

１４９８⁃１５０５．

［２０］ 　 Ｌｉｅｂｎｅｒ Ｓ， Ｗａｇｎｅｒ 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ｏｘｉｄｉｚ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ｓｏｉ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ｎａ Ｄｅｌｔａ， Ｓｉｂｅｒｉ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９（１）： １０７⁃１１７．

［２１］ 　 Ｗａｇｎｅｒ Ｄ， Ｇａｔｔｉｎｇｅｒ Ａ， Ｅｍｂａｃｈｅｒ Ａ，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Ｅ Ｍ， Ｓｃｈｌｏｔｅｒ Ｍ， Ｌｉｐｓｋｉ Ａ． Ｍｅｔｈａｎ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ｎａ Ｄｅｌｔａ， Ｓｉｂｅｒｉ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ｂｕｄｇｅ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１３（５）： １０８９⁃１０９９．

［２２］ 　 Ｃｕｉ Ｑ， Ｓｏｎｇ Ｃ Ｃ， Ｗａｎｇ Ｘ Ｗ， Ｓｈｉ Ｆ Ｘ， Ｙｕ Ｘ Ｙ， Ｔａｎ Ｗ 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ｏｎ Ｎ２Ｏ ｆｌｕｘｅｓ ｉｎ ａ ｂｏｒｅａｌ ｐｅａ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６１６⁃６１７： ４２７⁃４３４．

［２３］ 　 Ｈøｊ Ｌ， Ｏｌｓｅｎ Ｒ Ａ， Ｔｏｒｓｖｉｋ Ｖ 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ｎ ｍｅｔｈａｎｏｇｅ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ｃｈａｅａ ｉｎ

ｈｉｇｈ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ｅａｔ． Ｔｈｅ ＩＳ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８， ２（１）： ３７⁃４８．

２９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４］　 Ｔｕｒｅｔｓｋｙ Ｍ Ｒ， Ｔｒｅａｔ Ｃ Ｃ， Ｗａｌｄｒｏｐ Ｍ Ｐ， Ｗ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Ｊ Ｍ， Ｈａｒｄｅｎ Ｊ Ｗ， ＭｃＧｕｉｒｅ Ａ Ｄ．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ｆｌｕｘ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ａｎｏｇｅ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ｎ Ａｌａｓｋａｎ ｐｅａｔ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ｉｏ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５， １１３

（Ｇ３）： Ｇ００Ａ１０．

［２５］ 　 Ｒｏｕｓｋ Ｊ， Ｂååｔｈ 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ａｐ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ｆｕｎｇｉ 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ｓｏｉｌ． ＦＥＭ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７８（１）： １７⁃３０．

［２６］ 　 Ｓａａｒｎｉｏ Ｓ， Ａｌｍ Ｊ， Ｍａｒｔｉｋａｉｎｅｎ Ｐ Ｊ， Ｓｉｌｖｏｌａ Ｊ．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ａｉｓｅｄ ＣＯ２ 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ｄ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ｂｏｒｅａｌ

ｍｉ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８， ８６（２）： ２６１⁃２６８．

［２７］ 　 Ｄｏｒｒｅｐａａｌ Ｅ， Ｔｏｅｔ Ｓ， Ｖａｎ Ｌｏｇｔｅｓｔｉｊｎ Ｒ Ｓ Ｐ， Ｓｗａｒｔ Ｅ， Ｖａｎ Ｄｅ Ｗｅｇ Ｍ Ｊ，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Ｔ Ｖ， Ａｅｒｔｓ 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ｅａｔ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ｒｃｔ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９， ４６０（７２５５）： ６１６⁃６１９．

［２８］ 　 Ａｌｌａｎ Ｊ， Ｒｏｎｈｏｌｍ Ｊ， Ｍｙｋｙｔｃｚｕｋ Ｎ Ｃ Ｓ， Ｇｒｅｅｒ Ｃ Ｗ， Ｏｎｓｔｏｔｔ Ｔ Ｃ， Ｗｈｙｔｅ Ｌ Ｇ． Ｍｅｔｈａｎｏｇ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Ｈｉｇｈ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ｓｏｉｌ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４， ６（２）： １３６⁃１４４．

［２９］ 　 丁维新， 蔡祖聪． 温度对甲烷产生和氧化的影响．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０３， １４（４）： ６０４⁃６０８．

［３０］ 　 蔡传辉． 甲烷氧化菌降解甲烷的性能及其影响因素实验研究［Ｄ］． 焦作： 河南理工大学， ２０１４．

［３１］ 　 刘意立， 李竺霖， 何云峰． 影响湿地甲烷产生、传输与氧化因素的研究进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４， ４２（９）：

１５７⁃１６２．

［３２］ 　 Ｋｎｏｂｌａｕｃｈ Ｃ，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Ｕ， Ｂｌｕｍｅｎｂｅｒｇ Ｍ， 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ｓ Ｗ，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Ｅ Ｍ．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ｏｘｉｄｉｚ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Ｓｉｂｅｒｉａ．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８， ４０（１２）： ３００４⁃３０１３．

［３３］ 　 Ｗａｇｎｅｒ Ｄ， Ｌｉｐｓｋｉ Ａ， Ｅｍｂａｃｈｅｒ Ａ， Ｇａｔｔｉｎｇｅｒ Ａ．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ｆｌｕｘ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ｎａ Ｄｅｌｔ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 ７（１０）： １５８２⁃１５９２．

［３４］ 　 王洁． 互花米草入侵对滨海湿地甲烷氧化速率和甲烷氧化菌群落结构影响研究［Ｄ］． 重庆： 西南大学， ２０１６．

［３５］ 　 刘德燕， 丁维新． 天然湿地土壤产甲烷菌及其影响因子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 ２０１１， ３１（２）： １３６⁃１４２．

［３６］ 　 葛瑞娟， 宋长春， 王丽丽． 湿地甲烷生物化学过程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土壤通报， ２０１１， ４２（１）： ２２９⁃２３５．

［３７］ 　 齐玉春， 彭琴， 董云社， 肖胜生， 孙良杰， 刘欣超， 何亚婷， 贾军强， 曹丛丛． 温带典型草原土壤总有机碳及溶解性有机碳对模拟氮沉降

的响应． 环境科学， ２０１４， ３５（８）： ３０７３⁃３０８２．

［３８］ 　 Ｋａｎｅ Ｅ Ｓ， Ｍａｚｚｏｌｅｎｉ Ｌ Ｒ， Ｋｒａｔｚ Ｃ Ｊ， Ｈｒｉｂｌｊａｎ Ｊ Ａ，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Ｃ Ｐ， Ｐｙｐｋｅｒ Ｔ Ｇ， Ｃｈｉｍｎｅｒ Ｒ． Ｐｅａｔ ｐｏｒｅ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 ｆｉｅ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ｐｏｏｒ⁃ｆｅｎ．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４， １１９（１ ／ ３）： １６１⁃１７８．

［３９］ 　 Ｃｈｒｉｓｔ Ｍ Ｊ， Ｄａｖｉｄ Ｍ Ｂ．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ａ Ｓｐｏｄｏｓｏｌ．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９６， ２８（９）： １１９１⁃１１９９．

［４０］ 　 Ｌａｎｇｅ Ｍ， Ｅｉｓｅｎｈａｕｅｒ Ｎ， Ｓｉｅｒｒａ Ｃ Ａ， Ｂｅｓｓｌｅｒ Ｈ， Ｅｎｇｅｌｓ Ｃ，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Ｒ Ｉ， Ｍｅｌｌａｄｏ⁃Ｖáｚｑｕｅｚ Ｐ Ｇ， Ｍａｌｉｋ Ａ Ａ， Ｒｏｙ Ｊ， Ｓｃｈｅｕ Ｓ， Ｓｔｅｉｎｂｅｉｓｓ Ｓ，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Ｂ Ｃ， Ｔｒｕｍｂｏｒｅ Ｓ Ｅ， Ｇｌｅｉｘｎｅｒ Ｇ．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６

（１）： ６７０７．

［４１］ 　 Ｃｏｏｐｅｒ Ｊ Ｍ， Ｂｕｒｔｏｎ Ｄ， Ｄａｎｉｅｌｌ Ｔ Ｊ，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Ｂ Ｓ， Ｚｅｂａｒｔｈ Ｂ Ｊ．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ｉｎｃｕｂａｔｅｄ ａｔ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４７（６）： ３９２⁃３９９．

［４２］ 　 Ａｓｈａｇｒｉｅ Ｙ， Ｚｅｃｈ Ｗ， Ｇｕｇｇ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ａｌｃａｔｕ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ｔｏ ａ ｍｏｎｏ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ｇｌｏｂｕｌｕｓ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Ｍｕｎｅｓａ，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 Ｎ ａｎｄ 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ｉｚ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 １０６（１）： ８９⁃９８．

［４３］ 　 丁维新， 蔡祖聪． 土壤有机质和外源有机物对甲烷产生的影响．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２， ２２（１０）： １６７２⁃１６７９．

［４４］ 　 吴家梅， 霍莲杰， 纪雄辉， 谢运河， 田发祥， 彭华， 朱坚， 官迪． 不同施肥处理对土壤活性有机碳和甲烷排放的影响．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７

（１８）： ６１６７⁃６１７５．

［４５］ 　 Ｇａｎｚｅｒｔ Ｌ， Ｊｕｒｇｅｎｓ Ｇ， Ｍüｎｓｔｅｒ Ｕ， Ｗａｇｎｅｒ Ｄ． Ｍｅｔｈａｎｏｇｅｎ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ｐｔｅｖ Ｓｅａ ｃｏａｓｔ， Ｓｉｂｅｒｉ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ｇｅｎｅ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ｓ． ＦＥＭ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５９（２）： ４７６⁃４８８．

［４６］ 　 Ｖａｎ ｄｅｒ Ｎａｔ Ｆ Ｊ， Ｍｉｄｄｅｌｂｕｒｇ Ｊ Ｊ．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ｉｄａｌ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ｍａｒｓｈｅｓ．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０， ４９（２）： １０３⁃１２１．

３９１　 １ 期 　 　 　 刘超　 等：增温对冻土区泥炭沼泽土壤孔隙水甲烷关联微生物和溶解性有机碳的影响 　


